
海峡两岸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明清时期台湾汉族移民及其族群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  廖  杨 
 

摘  要：台湾汉族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其中尤以福建为多。台湾汉族在其移

民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竞争和分配关系而设定或改变着各自的族群边界，“分类械

斗”和重组历史记忆或遭遇便成为其族群认同的主要方式。明清时期特别是有清一代大规模

的闽粤移民将汉文化带到了台湾地区。这种文化在其移植、演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兼容

性和适应性。它一方面通过“吸收、重组”而融合其它族群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通过“调

适”而使移民族群的文化张力在资源竞争和社会分配中找到适其存续社会文化根基。台湾地

区与港澳地区一样曾一度处于中国封建行政统治的边陲，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薄弱，受封建

正统文化的束缚较少，而且早受西方经济、文化的影响；其移民亦早有经商传统，而与大陆

同期的重农抑商有较大的不同。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台湾地区的汉族移民及其后裔

与港澳地区的华人族群一样，处于华夏文明的边缘。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台湾汉族移

民的族群认同带有根基论和情境论的特点。台湾汉族移民的宗族组织由“唐山祖”向“开山

祖”的转变，反映了台湾汉族移民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情境论的转换结合，反映了地域组织

与宗族组织的力量对比和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对立统一。换言之，台湾“边陲社会”宗族

组织与地域组织力量的强弱对比，实际上反映了当地闽粤籍移民文化圈中族群文化张力的消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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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陆汉人何时移居台湾地区？史载未明。一般认为，汉民移居台、澎的有关

记载，始见于连横《台湾通史》。其《开辟纪》中说：“及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

族迁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举进士，隐居不仕，有诗行世。其《题澎湖》

一诗，鬼市盐水，足写当时之景象。而终唐之世，竟无与台湾交涉也。历更五代，

终极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
[1]
。林仁川先生等人认为，连氏之说缺乏其他史料佐证而难以令人信服，并认为

汉族人民从宋元时期才开始迁居台澎地区
[2]
。其根据主要是有关汪大猷和陆藻担

任宋代泉州知府的记载。 

楼钥《汪大猷行状》中说：“乾道七年（1171 年）四月起知泉州，到郡。……

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耶奄至，尽刈所种，他日

又登海岸杀略，禽四百余人，歼其渠魁，余分配诸郡”
[3]
。周必大《汪大猷神道

碑》亦载：“乾道七年……四月起（汪大猷）知泉州，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

植粟、麦、麻，有毗舍耶蛮，扬飘奄至，肌体漆黑，语言不通，种植皆为所获，

调兵逐捕，则入水持其舟而已”
[4]
。倘若宋代平湖即今之“澎湖”，则当时有汉

人移居现今台湾地区则不谬
[5]
。 

有元一代，前往澎湖捕鱼捞虾的汉人更多，他们结茅为屋，种植胡麻、绿豆，

饲养羊群，过着定居的生活。汪大渊《岛夷志略•澎湖》载：“岛分三十有六，巨

细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

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汪大渊曾登台湾本岛峙山观看海潮

消长，发现岛民“俗与澎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以花布

为衫。煮海水为盐，酿蔗浆为酒。知番主酋长之尊，有父子骨肉之义”
[6]
。元成

宗大德年间（1297—1306 年），“澎湖居民日多，已有一千六百余人，贸易至者

岁常数十艘，为泉州外府”
[7]
。说明当时澎湖的居民主要是泉州移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港澳台族群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1MZ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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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澎湖的汉族移民可能已有一定的数量。明代《泉州府志》载：“东

出海门，舟行二日程曰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如排衙然，昔人多侨寓

其上，苫茅为庐，推年大者为长，不蓄妻女，耕鱼为业，牧牛羊，散食山谷间”
[8]
。说明当时澎湖已出现移民聚居的现象。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防止逃亡海

上的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和倭寇侵扰而在东南沿海实行迁界移民政

策，澎湖亦在其列。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云：“澎湖，一名彭蠡湖，樵书二编：

‘彭蠡湖屿，环岛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出大兵，驱其大族，

漇置漳泉间’”。但迁界政策并不能阻止福建沿海人民继续移居澎湖的发展态势。

林谦光《台湾纪略》谓：“澎湖，旧属同安县，明季因地居海中，人民散处，催

科所不及，乃议弃之，后内地苦徭役，往往逃于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为多。” 

明代中叶以后，台湾本岛已有许多汉族移民。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云：“在澎湖岛外，水路距漳泉约两日夜，其地广衍高腴，可比一大县。……初，

贫民时至其处，不过规鱼猎之利己耳，后见内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从

嘉靖年间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崛起了一批海上武装集团。1625 年，郑芝龙承袭

颜思齐武装的班底，在台湾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趁福建连年旱灾之机用钱米救

济饥民，以吸引大量汉民前往台湾。据 1626 年一位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人说，当

时居住在台湾的汉人约有 5,000 人
[9]
。1628 年，郑芝龙经福建巡抚熊文灿准许，

从闽南募集数万人到台湾进行屯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地向台湾移民

活动。“郑芝龙迁民入台，开创了大规模移民台湾之先河”
[10]
。 

1646 年清兵入闽后，福建沿海战乱不已，灾害频繁，大批饥民被迫乘船东

渡，台湾汉族人口增长较快，1648年达到20,000人，后因大陆瘟疫缓退又有8,000

多人返回故乡
[11]
。1650年，台湾汉族人口约为15,000人，1661年时已增至35,000

人左右
[12]
。到郑氏末期，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达到 12 万

[13]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

加上历年偷渡的闽、粤籍移民，那么，郑氏末期台湾的汉族的总人口可能达到

15 万人左右
[14]
。1683 年康熙统一台湾后，台湾与大陆纳入了同一行政体系，由

此开启了持续一百余年的大陆汉族移民台湾的浪潮。 

但清朝政府在平定台湾之初，为了防止台民反抗和收买人心，除了采取抚绥

政策外，还颁布清查台湾无业流民并把他们强制迁回原籍的命令。以致郑氏官兵

大量离台，台湾人口有所减少。据估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台湾汉人约

为 7万人
[15]
。清初迁界海禁虽严，但福建沿海特别是漳州、泉州的闽南人偷渡台

湾者仍络绎不绝。例如，康熙二十九年上任的台湾诸罗知县张王尹“见邑治新造，

多旷土，招徕垦辟，抚绥有方，流民归之如市”
[16]

。靖海将军施琅云：“念弁目

之新附未辑也，兆庶之弃业亏课也，则又委参将陈君讳远致者加意钤束之，殚心

招徕之”
[17]
。1701 年（康熙四十年），广东惠、潮之民开始大批涌入台湾。1711

年，台湾知府周文元的报告中说：“自数十年以来，土著之生齿日繁，闽粤之梯

航日众，综稽簿籍，每岁以十数万计”
[18]

。1721 年，清代名士蓝鼎元曾详细地

勘察了台湾的地理形貌。他说：“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里，距今四十年，

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北至淡水、鸡龙，南尽沙

马矶头，皆欣然乐郊，争趋若鹜”
[19]
。直到 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开

放移台禁令后，一般的良民百姓移渡台湾才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但仍有禁止

所谓“奸民”渡台的禁令。1875 年（光绪元年），沈葆祯奏请废除禁止人民渡台

及入山垦殖的一切禁令，并于厦门、汕头和香港等地各设招商局，为渡台者免费

乘船；官府又给予口粮、耕牛、农具和种籽，鼓励人民入台垦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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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汉族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其中尤以福建为多。福建籍移民

主要集中在闽南的漳州和泉州两府，因而台湾的福建籍移民习惯上称为闽南人

（或福佬人、河洛人）；台湾的广东籍移民习惯上称为“客家人”，主要包括嘉应

州四县的“四县客”和惠州府的“海陆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闽南人和客

家人并不完全与闽、粤两省的行政区划相对应，台湾的客家人实际上有不少来自

福建汀州府，漳州的平和县与诏安县也有客家人；同时，广东省潮州府除饶平县

和大埔县有部分客家人外，其余多为闽南人。因此，台湾汉人族群的划分及其族

群认同较为复杂，可根据语言、祖籍和宗教、习俗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清末成书的《安平县杂记》中说，台湾汉族移民籍隶福建漳泉者有十之七八，

嘉应、潮州籍者十分之二，其他福建府州及外省籍者仅占百分之一
[20]
。据研究，

台湾汉族移民的祖籍分布及人口多少与当时大陆各地距离台湾的远近有关。其

中，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是大陆渡台的主要港口，因而迁移的人口最多；泉州

府各县中以厦门港所在的同安县迁台人口最多，次为安溪和晋江等县。泉州之外，

次则漳州。雍正年间台湾知府沈起元在《条陈台湾事宜状》中谈到：“漳、泉内

地无籍之民，无田可耕，无工可佣，无食可觅。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

可以温饱，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之末，计工授值，比内地率皆倍蓰。”
[21]

施

琅平台后，清政府“严禁粤中惠、潮之民，怒许渡台”
[22]
，广东籍人迁台受到较

多限制，其数量也相对少于福建籍汉民。根据日本殖民者“台湾总督府”1926

年的调查资料，台湾汉族移民中约有 83.1%来自福建省，15.6%来自广东省，来

自大陆其他省份的仅占 1.3%；从府县祖籍上看，泉州人最多，占 44.8%，其次是

漳州人，占 35.2%，泉、漳籍与粤籍合占台湾汉族总人口的 95.7%，实为台湾汉

人族群之主体
[23]
。 

根据 1943 年的人口统计，原籍中国大陆各省的台湾人口有 5,962,213 人，

其中确定原籍属于福建省的有 4,996,981 人，约占全台人口的 81%；确定原籍属

于广东省的有 913,099 人，约占全台总人口的 15%
①
。日据时期，台湾汉族移民

中泉州籍占 45%，漳州籍占 35%，汀州籍占 1%，福建省其他地区占 2%；来自广东

省嘉应、潮州和惠州者约占 15.6%
[24]
。从汉族移民数量上看，福建泉州和漳州籍

人占绝对优势，明显超过粤籍移民，加之泉、漳内部亦形成各自的势力集团，他

们在移民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竞争和分配关系而设定或改变着各自的

族群边界，“分类械斗”和重组历史记忆或遭遇便成为其族群认同的主要方式。 

台湾移民史上大规模的分类械斗始于康熙末年，终于光绪元年，其中尤以乾

隆四十七年（1782 年）至同治六年（1867 年）间的械斗最为频繁，咸丰年间达

其顶峰。大致说来，台湾的分类械斗“随土地开发的进程而有加剧的趋向，越是

开发晚近的区域，分类械斗的发生率越高，而在最早开发的台南地区，分类械斗

的发生率最低”
[25]
。台南地区的分类械斗发生率虽然相对较低，但它却是台湾移

民械斗的最初发生地。康熙六十年（1721 年）闽人朱一贵的反清事件，导致台

湾地区发生了一次较大的社会动乱。凤山县下淡水溪流域（今屏东地区）的广东

客家人助清平乱使这一政治事件转化为在台闽粤籍族群之间的分类械斗。闽人朱

一贵领导的反清斗争带有“反清复明”的汉人“家天下”的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

广东客家人助清平乱则表达了他们接受现实政权统治的政治认同，两种不同的政

治认同实际上是他们对于族群历史记忆争论与妥协的结果。 

从发生械斗的地域上看，以嘉庆十七年增置的噶玛兰厅最为频繁，淡水厅次

之，彰化县又次之。从参与械斗的族群上看，清代台湾分类械斗大多发生在福建

                             
①
 当年全台总人口按除去当时旅居台湾的日本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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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和漳州移民之间，其次是闽粤两省移民的械斗；同治七年以后，以地缘分类

的台湾移民械斗基本停止，但姓氏宗族之间的械斗发展起来。从分类械斗的具体

起因上看，有因争地、争水、争生意等利益冲突所致，但有的学者将其根本原因

归结为台湾移民社会内部结构的不稳定
[26]
。实际上，台湾的分类械斗既是闽粤汉

族移民社会结构不稳定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其祖籍地缘组合的乡土意识在

移民社会冲突层面的强烈表达。 

祖籍地缘组合是清代前期台湾移民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台湾汉人移民在其

渡台垦殖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按祖籍乡域来聚居的。例如，从大的范围来看，闽

南人早期开发了府城一带，客家人则集中到下淡水流域从事拓垦。若就府县祖籍

而言，其畛域似乎也较为明显。同安人王世杰曾率同乡开垦竹堑埔，泉州人施世

榜招募乡邻开拓彰化地区，潮州大埔人张达京、漳州漳浦人林秀俊则分别招徕乡

党开垦台中岸里社平地和台北板桥一带草原。现今台湾地区的许多地名与其移民

原籍州县地名相同
[27]
。除了搬用原籍的地名外，台湾的许多小地名还采用移民者

的姓氏命名，如彰化县的顶粘村和厦（下）粘村便是福建晋江县粘厝埔的粘氏兄

弟在乾隆年间到台湾去奠基的。这类地名还有陈厝、林厝、刘厝、许厝、何厝、

廖厝、钱厝坑和胡厝寮等等，其数量可能与其原籍地名相去不远
[28]
。 

由于台湾汉人移民往往按照同一祖籍的乡土地缘关系来组建其迁入地的村

落，因此，由本村村民所供奉的他们原本信仰的乡土保护神便成为其共有的村庙

神灵，甚至可由一聚落所供祀之神明而判断其居民之祖籍。例如，福建漳州人供

奉开漳圣王，同安人供奉保生大帝，安溪人供奉清水祖师，南安人供奉广泽尊王，

惠安人供奉灵安尊王，粤东的客家人和福佬人则供奉三山国王。这样，台湾汉族

移民社会中的村庙就成了同一祖籍村落的一个标识，它不仅是一个祭祀单位，而

且也是同乡聚会的重要场所；它对内团结和凝聚着同籍移民，对外却强化着祖籍

分类意识，助长着当时台湾汉人移民“分类械斗”的升级。不同祖籍的族群在械

斗发生时分别抬出自己的神明香火，以表达神明在天“斗法”和信徒在人间“斗

力”的神灵护佑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村落的地理边界就与居住于其中的族群

的地域边界相重合，村庙的祭祀范围也相当于迁居该村落的族群的社会边界。祭

祀原籍的乡土神明是移居台湾的汉族移民重组其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分类械

斗”的共同遭遇亦为其族群边界的设定提供了现实条件。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

件下，集体记忆和共同遭遇强化着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 

分类械斗往往引起较大的社会流动和人口迁移，并使得整个台湾地区的汉族

人口在菹机分布上更加趋于集中。现今台湾各籍人口的分布，基本上是清代各籍

移民分类械斗后重新迁移定居的结果。例如，嘉义地区的北港街（旧名笨港）原

为漳、泉移民杂居之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漳、泉分类械斗，漳州人避

难迁至东面，后来另立新港街；道光三十年（1850 年）漳、泉移民再次发生械

斗，北港街的漳州人大多移居新港街，而新港街的泉州人则移往北港街。所谓“稍

有乱变，则漳泉必分域而居，莫不按剑相待。泉庄中有一漳人，则必乘夜遁去矣。

漳庄中有一泉人，亦即逃命不遑矣”
[29]
，实为当时台湾漳、泉分类械斗之生动写

照。再如道光六年（1826 年）彰化闽粤籍移民械斗，员林一带的客家人纷纷迁

入大埔新及关帝厅等“客庄”。台北盆地自康熙末年以来已有许多客家人入垦，

但经道光十四年和道光二十年两次械斗之后，该地的客家人退至客家人集聚的桃

园中坜一带，使得台北盆地几乎成了闽人的天下。咸丰年间，台湾地区的汉族移

民基本上形成了以北部桃园、新竹、苗栗地区及南部高屏地区为中心的客家人聚

居区和福佬人主导其余地区的相对稳定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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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汉族移民之间不仅存在着由于族群械斗引起的再次迁移聚居，而且

也存在着留居族群在械斗平息后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改变和重新设定族群边界，

重组其历史记忆。经过雍正至道光年间移民内部各种力量长时间的相互冲突和磨

合，台湾汉族移民社会逐步进入到一个较为稳定的整合期，亦即逐渐转型为一个

均衡、有序的定居社会。这一转型大致在 1860 年完成
[30]
。在定居社会转型的过

程中，以往各分畛域的祖籍地缘关系组合逐渐淡出，而建立在对新居住地普遍认

同基础之上的新的超祖籍的地缘关系与传统血缘关系的结合，则日渐成为转型社

会结合的主要纽带。随着汉族移民在台居住时间的日益长久及其繁衍换代，他们

的祖籍地缘观念渐趋淡薄，并逐渐认同于其现住地域和社区，逐渐由原来的“唐

山人”、“漳州人”、“泉州人”和“同安人”等地缘认同转移到“台湾人”、“下港

人”、“南部人”和“宜兰人”等地域认同上来
[31]
。与此相适应，他们原有的单一

祖籍信祀的村庙神明也逐渐变成居住在同一社区不同祖籍居民共同信奉的守护

神。例如，彰化平原的漳州人与客家人曾在道光年间透过互相祭祀对方的乡土神

而将两个不同祖籍的族群联合成为一个社群。再如台北树林原来居住着来自泉、

漳等不同祖籍的族群，他们原先各拜奉其村庙香火。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

海山庄大业户张必荣倡议修建供奉保生大帝的济安宫，得到了人民的捐资响应。

该宫后来成为海山庄 8个村落不同祖籍社群共同的信仰中心，起到了凝聚不同祖

籍居民的作用。此外，鹿港、淡水、新庄、彰化及台南等地的一些三山国王庙原

由客家人建立供奉，后来客家人另迁别处，但三山国王庙仍保留在福佬人的聚落

中
[38]
。尽管其神像已被闽籍移民（福佬人）改换为刘备、关帝和张飞

[32]
，但这种

“换神不换庙”的做法亦表明了他们试图通过重组历史记忆来改变和重新设定族

群边界。 

从方言分区的角度看，现今的彰化平原一带已属于闽南方语区，“他们在语

言方面已经统一普遍使用闽南话”
[33]
，但该地事实上居住着许多广东籍的客家人。

这可能是漳州人与客家人械斗结束后，大部分客家人迁徙他乡，“留下了大量的

客家地名和三山国王庙，而留居的客家则被迫放弃了对自己祖籍、原方言的认同

和坚持，完全模仿成了闽南人”
[34]
。若此不谬，则宗教信仰和语言习俗的改变，

构成了彰化汉族移民重组记忆和重设族群边界的基础。 

 

三 

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是村落社区的调控运行

的基本方式。费孝通先生指出：“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

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

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

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

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35]
。但在流动的社会中，人口的

迁移就不能不使虽保留有血缘联系的社群在区位上出现分裂。“如果分出去的细

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

甚至用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
[36]
。闽粤籍移民迁台

特别是经过分类械斗所带来的分化组合后，也形成了一些同宗族成员组成的村

落，但其亲属体系由于宗族成员迁台的随机性而呈现出松散的宗族结构。同时，

在祖籍分类意识强烈的情况下，这种宗族体系大多笼罩在祖籍地缘组合的网络之

中
[37]
。 

这种相对松散的台湾汉族移民宗族被有的学者称为“合约字宗族”。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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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分”的“树”状宗族组织的自然生成过程相反，它由来自大陆祖籍地的同一宗

族移民按照丁份均等出资或按照股份认股的方式，共同集资购置田产，建立起祭

祀公业而组成
[38]
。谱系关系对“合约字宗族”不一定完全重要，因为它的宗族成

员对是否加入该宗族有选择的权利，其范围只限于出资认股的成员。有的唐山祖

宗族成员并没有共同的血缘谱系结构，他们仅仅是基于同姓或祭祀远古的共同祖

先
[39]
。竹山镇社寮的庄招富、庄招贵堂和林圯埔崇本堂，以及宜兰地区的林氏追

远堂等等，均属此类。 

随着大陆宗族成员的汇聚特别是台湾汉人宗族成员的繁衍，19 世纪中期的

台湾汉人移民社会已具备了建立中国传统的“照房分”的宗族体系条件。台湾学

者把这种宗族组织称为“阄分字宗族”，即其祭祀公业阄分家产时抽出部分财产

而形成。“阄分字宗族”亦称小宗族或“开台祖宗族”，它祭祀的祖先多为年代较

近的“开台祖先”。该宗族的成员一般都是这位开台祖先的后裔，各成员之间有

较为明确的谱系关系和权利划分
[40]
。台湾汉族移民的“开台祖宗族”出现后，逐

渐取代先前的唐山祖宗族而成为台湾宗族组织的主要形态，促进或巩固着台湾汉

族移民后裔血缘关系与其地缘关系的结合。此后，台湾移民社会逐渐转入定居社

会，原先的民间分类械斗趋于分散、缩小，其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冲击亦明显减弱。

这可以从咸丰十年（1860 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 年）的台湾民间械斗事件趋

于减少的事实反映出来
[41]
。 

台湾汉族移民由唐山祖宗族向“开台祖宗族”转变的宗族组织形态的变化，

不仅表现着移民后裔血缘关系与其地缘关系的结合，而且反映着台湾汉族移民士

绅阶层的兴起。台湾开发初期，汉人的目的在于寻求经济发展，带有较强的纯经

济功利主义倾向。他们致力于农垦等经济活动，不太关心教育，因而出现“学校

不振，文风日衰”、“富户不重修脯延师教读，惟思侥幸弋获，贫人谋生又势不能

学”的现象
[42]
，读书应试者少，科举考试名额常常被漳泉两府的学子所顶替，以

致台湾人士中举者甚少。科举取士是封建王朝培养、选拔所需人才的重要手段，

也是平民百姓和文人士子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因此，科举教育体现着封建政府

对其社会精英的甄选和教化功能，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机制。台郑时期已移植了

大陆的文教制度并开科取士，奠定了台湾科举教育的基础。清廷治台之初，也十

分重视在台兴学育人。首任台厦兵备道兼学政周昌就曾以建学校、行考核为“海

天第一要务”。 

随着台湾科举之风的盛行和科举及第者的飞黄腾达，许多台湾垦户逐渐由原

来的土地角力转向科场较智。嘉庆以后，张士箱等士绅兼业户家庭率先步入科举

阶层；台北板桥漳州籍大垦户林氏家族在林国芳与其侄林维让于咸丰九年（1859

年）同科中举取得功名后，亦跻身进入士绅行列；台北盆地大龙峒同安籍富商陈

逊言家，因有多人于道光年间相继获得科举功名而改换门庭；漳州籍雾峰林家本

为近山习武之家，后在光绪初年弃武从文，其间林文钦中举，后来其子纷纷考中

秀才，该家族便由“武质家族”转变为“文质士绅家族”。道光咸丰年间，身居

士绅阶层的漳、泉籍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分类械斗的危害，共同呼吁各方放弃狭

隘的祖籍地缘观念。其中倡导最力者是道光三年进士的同安籍竹堑人郑用锡，他

提倡以现在居住地的认同跨过大陆祖籍的界限。台北板桥林维源及林维让等人也

力主团结，台北陈维英一面劝解停息械斗，一面设帐授徒，以彻底杜绝武斗之风
[43]
。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中，地域空间上的横向水平位移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影响

较小，而社会地位上的纵向或垂直升降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则很大。出身于台湾

汉族移民社区的地方精英——士绅，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特权重组和诠释着他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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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的历史记忆或遭遇，成为他们先前所在社区的代言人。台湾汉族移民的族群边

界，便在这些士绅精英的“在场”及“文化解释”中变动和重新设定。 

总的看来，明清时期特别是有清一代大规模的闽粤移民将汉文化带到了台湾

地区。文化是一种历史积淀，在官方文化与平民文化的相互作用中，作为“小传

统”的平民文化在乡土社会中显得更有强韧性和延续性。这种文化在其移植、演

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它一方面通过“吸收、重组”而融合

其它族群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通过“调适”而使移民族群的文化张力在资源

竞争和社会分配中找到适其存续社会文化根基。从历史上看，台湾地区与港澳地

区一样曾一度处于中国封建行政统治的边陲，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薄弱，受封建

正统文化的束缚较少，而且早受西方经济、文化的影响；其移民亦早有经商传统，

而与大陆同期的重农抑商有较大的不同。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台湾地区

的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与港澳地区的华人族群一样，处于华夏文明的边缘。 

“边陲”概念的提出，与弗里德曼关于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研究有关。弗里

德曼的初衷是运用中国东南地区的例子去反驳埃文思—普里查德和福忒思研究

非洲社会时所强调的“越是没有中央集权的社会就越可能以裂变式的形态构造社

会秩序”的宗族研究范式。在 1958 年和 1966 年发表的论著中，弗里德曼反复强

调宗族与边陲状态、水利网络及稻作生产三变项之间的关系
[44]
。他认为，广东和

福建处于中华帝国的“边陲”地区，从中原迁移到“边陲状态”的汉人带来了发

展或重构宗族组织的父权意识形态，稻作农业所创造出来的共有地产为宗族的法

权、政治及其防卫功能提供了发展基础，水利网络又在稻作农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弗氏的“边陲社会论”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帕斯特奈克以他 1964

年和 1969 年在台湾屏东和台南两个社区的田野考察辉映了弗里德曼关于中国东

南宗族研究范式的局限与不足。他认为，台湾的移民开发是中国边陲社会发展的

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早期移民为了抵御外来或外在的危险，往往以同乡而不同

宗的关系为族群认同的纽带，建构起跨宗族的地域性的联庄防卫系统；在“边陲

地区”基本稳定以后，这种大的地域性的联庄防卫系统逐渐失去其原有的功能，

区域内部的利益冲突不断出现，此时宗族组织才成为族群认同的纽带并被发展为

社会组织的基本框架。换言之，帕斯特奈克认为他所考察的屏东社区的地域组织

强于宗族组织，属于“边陲社会”的早期形态；台南社区的地域组织弱于宗族组

织，属于“边陲社会”的晚期类型
[45]
。 

近几十年来的台湾本土文化研究证明帕斯特奈克对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

式批评有许多合理之处。李亦园认为，汉人的父系宗族制度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会

被非夫系的异祖异宗的崇拜模式和非父权的“招赘婚姻”所改装
[46]
。庄英章认为，

在台湾的早期开发中，汉族移民为了防御需要而使宗族组织让步于“唐山祖”的

超宗族组织
[47]
。陈其南则进一步指出，台湾的汉人宗族远远不如祖籍认同和地域

化的分类组织重要
[48]
。王崧兴亦认为，台湾的聚落形态以地缘为基础，并在此基

础上发展起血缘的宗族组织
[49]
。林美容则强调，台湾社会组织的建构方式是超宗

族的祭祀圈和信仰圈，而不是宗族
[50]
。尽管波特试图在他的广东研究中证明弗里

德曼关于“边陲地区”宗族理论的正确性，但他仍然无法否认单姓宗族村与多姓

村并存于中国的东南地区
[51]
。王铭铭在福建美法村、塘东村及台湾石碇村的田野

考察亦证明了宗族村是较大的地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孤立的血缘宗

族社会
[52][53][54][55][56]

。 

既然明清时期整个台湾地区与福建、广东地区一样，同属于中华帝国的“边

陲地区”，但为什么区域内部的社会结构差异却如此彰显？其实，闽粤籍移民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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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境与他们在故乡时有所不同。清廷治台以前，已有不少

闽粤汉人渡台垦殖。颜思齐部据台后，荷兰、西班牙人相继入侵台湾。不同族群

入居台湾，开展对台湾地区各种资源的竞争或争夺，这在台湾汉族移民故乡实为

少见；明清政府的海禁迁界和开海复界时有反复，迁台汉人的眷属家庭与其故乡

大宗族家庭有所不同。尽管外国殖民者先后被逐出台湾，但国内外族群势力的长

期较量以及闽粤籍之间或其内部的长期械斗使其防卫系统更为复杂。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台湾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带有根基论和情境论的

特点。一方面，台湾闽粤籍族群虽分畛域，但他们的血缘、语言、宗教、习俗及

情感归属来自亲属传承的既定资赋；另一方面，每一特定的族群成员都会根据其

所处的族际、族内环境而以自我为中心在不同的层次上选择其认同。这种情境性

或工具性的族群认同，显然正是资源竞争和利益分配调整的必然结果。台湾汉族

移民的宗族组织由“唐山祖”向“开山祖”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台湾汉族移民

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情境论的转换结合，反映了地域组织与宗族组织的力量对

比，以及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对立统一。换言之，台湾“边陲社会”宗族组织

与地域组织力量的强弱对比，实际上反映了当地闽粤籍移民文化圈中族群文化张

力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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